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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透视

近年来中国人口与就业热点问题研究

张 翼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本文通过对近几年已发表文献的述评，总结了学术界对中国人口转变状况研究的基本结论，认为中国人口政策

应该进入调整期。另外，伴随“低生育水平”的长期维持，两个非常重要的就业群体———农民工与大学生表现出了截然不
同的就业问题。农民工的“招工难”，导源于劳动力人口供给数量的逐年递减。而大学生的“就业难”，则直接产生于扩招
所引发的结构性竞争压力。同时，亦对农民工面临的劳资关系进行了文献梳理，对高等教育扩招中存在的教育与就业公
平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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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劳动力人口的总量供给。
因此，近期人口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就是在分析人

口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的基础上，预测未来人
口结构变化的趋势，并借此向调控人口的主体———国
家与政府提出政策性建议。但在人口发展态势已经明
确的同时，劳动力人口结构的变化则决定着一个社会

的就业状况。正因为这些结构性变化的存在，才使得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显现出

截然不同的特色。本文将在分析人口结构转变的基础
上，重点评述学术界对这两个群体的研究进展，即中国

人口是否发生了重大转变? 转变趋势如何? 这些结构

性的转变又是如何影响当前的就业与收入分配?

一、低生育率、人口转变与人口政策的调整

大约自 199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界就形成了基本
共识———中国已进入到低生育水平时期———2011年 4
月 28日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第 1号数据公报，再次
证实了中国步入低生育水平时期所发生的转变特征。
现在，中国人口已经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
长率阶段稳定过渡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
率阶段。从最近几年表现出的基本趋势可以看出，人
口死亡率开始高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中国每年净增

人口数在继续缩小。
人口转变的发生，使越来越多的人加深了“中国已

步入低生育水平”时期的共识。但这个共识并未消除
研究中存在的激烈争论:什么是低生育水平? 为促使

中国社会与经济顺利发展，我们应该将“低生育水平”
维持在何种程度? 而相应的人口政策又应做何调整?

由此可见，人口政策调整与否的关键点是对当前人口

生育水平的估计，学术界的研究正是集中在这一问题

上全面展开。不同的学者因对该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
存在矛盾，而使其政策性结论也大相径庭。
那么，何为低生育水平呢? 一般而言，人口的总和

生育率如果降低到 2． 1，则被认为进入到了更替生育时
期。如果低于 2． 1，则会逐渐过渡到人口净减少时
期———总和生育率越低，未来净减少的速度就越快;而
越接近 2． 1，则人口维持更替生育水平的时期越长。第
五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

到 1． 3 左右。但因为存在年龄较小人口群的漏报情
况，故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很少被学术

界和政府部门采用。按照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的说法，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整个 1990年代都在
1． 8左右。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中国大陆现有 13． 39
亿人口的结论，比此前———2011年 2月 28日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
字———13． 41亿人少了很多———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预
示:总和生育率真的会很低。

2006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再次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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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这项涉及 1200 个村( 居委
会)、44572个家庭户、33257名育龄妇女的调查，在 2007
年发布了主要数据公报( 2007 年第 2 号)。该公报对
2004、2005以及 2005年 9月至 2006年 8月全国育龄妇
女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分别是 1． 59、1． 74和 1． 87，并认为
其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初婚堆积和出生堆积。调查得
到的这个数据正好印证了 200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
题的决定》中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论断，
因为低生育水平很可能会因为总和生育率的上升而变

得“不稳定”。
那么，这个调查得到的结论可信吗? 中国人口的

出生率或总和生育率有没有反弹? 郭志刚为厘清其中

的原委连续撰文，认为“2006年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
据样本明显有偏”，“有关生育率回升”的判断不能反映
实际，也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1］。随后，郭志刚又撰文
指出“人口调查统计结果与政府指导口径之间存在着
极大差别”，“这种困境状态至今已经延续了近 20年”。
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实际大大低于 1． 8，
大约在 1． 5 ～1． 6之间［2］。但 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
查及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所显示的数据分别为 1．
27和 1． 34。这已经极其趋近于发达国家———如日本、
韩国以及西欧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另外，联合国人口
司出版的《世界生育率模式 2007》中，也将中国 2004年
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 1． 4，美国人口咨询局《2007世界
人口数据库》将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估计在 1． 6左右。
这些数据都低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经常使用

的1． 8。
如何看待学术界与政府数据之间的“打架问题”?

如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真的很低的话，那么，现行的旨

在限制生育与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配置值就得反思。
毕竟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会进一步加速中国的老龄化进

程，使“未富先老”的矛盾愈加突出。因此，总和生育率
之争表面上看是数据之争，但本质上却预示着学术界

与政府部门对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改革的取向之争。正
因为如此，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才在近几

年非常集中。如顾宝昌与王丰发现，在实行二孩儿生
育政策的地区，如甘肃的酒泉、山西的翼城、河北的承
德、湖北的恩施等地，虽然计生政策比较宽松，但人口
却保持了低增长态势，其总和生育率多年来从未达到 2
(即未达到普遍生育两个孩子)———不但没有出现生育
反弹的结果，而且还防止了出生性别比的攀升［3］。该
研究的结论极其明确———如果实行二孩儿加间隔的生
育政策，则不必太过担忧“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会
大幅反弹”的问题。曾毅在系统研究后建议，在 2012—

2015年前后，实行二孩儿加晚育政策软着陆［4］。
郑真真在调研中也发现，人们的意愿生育率开始

走低
［5］。宋健与陈芳的研究发现，在城市青年中，人们
的实际生育率远远低于意愿生育率。初育年龄的推
迟、人口流动率的增加等，明显延缓与阻滞了青年的生
育行为

［6］。另外一些研究，还将中国人口转型、人口出
生率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密切结合起来，旨

在讨论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是否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

长趋势。如王金营认为，“过低的生育水平并不能带来
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从实现经济
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战略上来看，保持相

对稳定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生育水平才是最优选择……
应该在‘十二五’期间允许育龄人群一对夫妇生育两个
孩子，严格控制三个孩子……使未来的生育水平稳定
在 1． 9 ～2． 0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上”［7］。汪伟通过对计
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的分析，肯定了计划生

育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同时也指出，“随
着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家庭的养老负

担加重，遗赠储蓄也会减少……生育政策对储蓄和经
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也越来越小，因此计划生育继续严

格执行的理由可能会受到挑战”。“中国应当从政策设
计上未雨绸缪，在不久的将来适当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8］。
应该说，在死亡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出生率的降

低———或者总和生育率的降低，会造成人口金字塔的
收缩，在人口转变中进一步影响劳动力人口、少儿人口
与老年人口的结构状况

［9］。毕竟，今天的少儿人口就
是明天的劳动力人口。中国在人口出生高峰时期形成
的人口红利，增强了中国对国际产业的竞争力，使中国

成长为制造业大国，并促使了中国经济长达 30年的高
速增长。但中国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却也带来了
时下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增量的递减———在 2010 年
新增加的劳动力人口大约为 400—500 万人———大约
在 2020年前后，劳动力人口会趋于“零增长”，然后会
逐渐下滑。正因为如此，蔡昉才通过一系列研究说明，
中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正在逐

渐消失，中国的第一次人口红利，会在人口转型过程中

逐渐式微，为避免“人口负债”，中国需要通过教育提高
劳动生产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10］。田雪原也提出
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改革办法，即“在有效制止三孩及
以上多孩生育的情况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

子……这不会造成生育水平的大幅度反弹，还对于治
理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具有积极作用”［11］。在很多学者
建议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程恩富与王建新

认为，“不断增加的中国人口总量正在逼近国内主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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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所能承载的极限……正在逼近国内生态安全所能承
载的极限……因此，在人口尚未收缩到适度规模( 5亿
人左右)以前，则应坚持不懈地推行城乡一胎、特殊二
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一胎化新政”［12］。
为什么人口社会学开始如此热烈地讨论总和生育

率与中国的人口政策呢? 除人口金字塔的紧缩所造成

的“未富先老”问题外，就业领域的最新表现，也加深了
学术界的认识。事实上，劳动力人口与少儿人口、老年
人口占比状况的变化，以及劳动力人口内部形成的结

构性差别，已经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当前的就业状况，使

“民工荒”与“用工难”问题年复一年地发生。

二、就业需求、“民工荒”与劳资关系的调整

中国人口的转型———在持续低生育水平影响之下
的转变，降低了每年新增农民工———尤其是初中文化
程度农民工的供给数量。在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之
后，沿海制造业企业的率先恢复、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
向内地的转移以及国际金融危机打击之下发达国家和

地区向中国内地产业转移速度的提升等，在增加沿海

地区用工需求的同时，也扩展了中部地区和西北地区

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规模。现在，中国农民工的数量
已经增长到 2． 42多亿［13］。虽然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阴
霾仍在，但中国经济的强劲恢复使 2010年春节后企业
对农民工的用工需求比 2009 年同期净增了 15%。与
企业原来挑三拣四的态度不同的是，大多数企业对新

招聘的员工不再提特殊技能的要求———“用工荒”导致
的招工竞争降低了用工门槛。
与此同时，企业之间跨地区的招工竞争还使肇始

于 2003年以来的民工荒，逐渐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
和西部地区，使农民工的就业市场从买方市场过渡到

了卖方市场———这进一步增加了农民工在企业内部讨
价还价的能力，也使中国的劳资关系突然令人注目。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表明，由于产业转移，2009年流
动到东部的农民工比 2008 年下降了 8． 9%，但在中部
地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却增加了 33． 2%，在西部地区
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数量增加了 35． 8%［14］。东部地
区农民工就业增量的放缓，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与

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
甘满堂的研究发现，作为新工人阶层的农民工，以

及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就是中国新工人阶

级———农民工阶级意识觉醒的标志，也是农民工作为
新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

［15］。于水和李熤玘的研究
发现，农民工的年龄、适应城市程度、签订劳动合同状
况、体制内维权的困难、参与非正式组织与否、心理危
机来源及其对政府的满意程度等，对群体性事件的发

生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工资拖欠等权益受损问题并
不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最直接因素，只有当权益受损

且难以在体制内维权时，农民工才选择参与群体性事

件
［16］。所以，农民工的集体性行动，往往具有不得已而
为之的特征。
近期农民工维权事件的高发生率，促使学术界作

出非常深刻的反思。经济学家从其学术理路出发，大
多认为农民工“以脚投票”能力的提高，是农民工集体
维权事件多发的主要原因。如在买方市场下，对于雇
主而言，“讨价还价”的农民工可能是刺儿头，由此雇主
发出的行动逻辑是:如果你觉得工资低或劳动环境较

差，尽管可以走人。你(农民工)不想干，别人还在厂外
等待工作岗位呢! 但在卖方市场下，农民工的相对短

缺———或曰在既定工资水平之上农民工的相对短缺，
使农民工可以不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忍气吞声———农民
工完全可以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们通过
“以脚投票”的方式，提高了反抗的能力，降低了反抗的
成本。实际上，考察 2003年以来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
化趋势可以看出，这个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难上升
的指标，在新世纪的这十年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几
乎每年都具有可见的增长。尽管工资支付中的歧视仍
然存在，但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从
2003年到 2006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达到22． 0%，
而且增速逐年加快”［17］。截至 2009年年底已增长到平
均 2000元左右［18］，几乎接近了大学生的初职签约工
资。而在有些地方，大学生初职工资还赶不上农民工
工资———尤其是赶不上建筑业农民工工资。
但“以脚投票”得以发生的信息机制是什么呢? 为

什么城市工人在下岗失业的高潮时期没有衍生出“以
脚投票”的结果? 除其他因素外，农民工自乡土社会移
入的那种“关系网络”和血浓于水的亲缘纽带起到了重
大的信息交流作用。到现在为止，农民工在城市的就
业信息，主要来自农民工自己形成的“强关系”，而很少
借助于政府的就业指导信息。即使到企业求职时，农
民工也不看重企业的宣传和地方政府的广告，而更看

重工作在该企业农民工的口碑。择业如此，离职亦如
此。为了应对企业方可能发生的不公平待遇，农民工
合法而又有效的应对策略是“以脚投票”———事实上，
较高的离职率即是农民工不得不采取的微观自保方

法，但却在宏观上不意达成了群体性或阶级性的自保

结果。作为弱者的武器，农民工不仅使用“以脚投票”
策略，而且以“偷懒、开小差、假装顺从、怠工”等形式表
达其反抗与不满。这种反抗与不满，不需要事先的协
调或计划，而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网络的

沟通，形成集体性行为。当结社的力量难以形成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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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力量却可以在工作场所形成讨价还价之力。当
然，是否如甘满堂所说的那样———“农民工的阶级意识
正在觉醒”，还需要学术界更多的研究予以支持。但可
以肯定的是，倘若体制内解决冲突的能力不能尽快被

配置起来，则农民工长期借助于群体性事件来表达反

抗行为的结果，会损害既有的社会稳定秩序。这些内
容，在蔡禾等人的研究中有着比较详细的分析［19］。而
许叶萍与石秀印则将其中的逻辑系统化了

［20］。
正因为“民工荒”的影响、也由于“以脚投票”策略

的实施，或者某种程度的自发性工潮打击，才使得不同

就业地区农民工的收入差距开始逐步缩小。如从 2003
年到 2006年，东部地区农民工的月收入增长了16． 8%，
中部地区的增长了 34． 6%，西部地区的增长了
24． 6%［17］。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部与西部地区农民
工收入的增长速度加快了。
但收入的有限增长仍不能使农民工顺利地转变为

城市市民。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只视农民工为劳
动力，而不愿将其看作城市市民。王春光的研究发现，
当前的农民工“既无法返回农村，又不能彻底融入城
市，而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21］。如果政府仍然以
土地城市化为第一选择，则半城市化问题将会长期存

在下去。
需要提及的是，尽管半城市化问题影响了农民工

融入城市，但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却是积极的。
李培林与李炜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收入地位更多地

是由教育、工作技能等获得性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由身
份歧视因素所决定的，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的农民工却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大约是其自身
纵向的利益比较，决定了其态度的具体表现［22］。这就
是说，在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为了防止“中等收入
陷阱”的发生，以及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城市社会
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一个重点，应该放在农民工收入的

继续提高上，放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的继续强化上，

放在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提升上。对于社会地位较低
的阶层而言，物质生活资料的满足可以最大限度地促

使其形成比较积极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评价意识。

三、高校扩招、教育公平与大学生“就业难”

1999年，教育部公布《面向 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时提出，2010 年大学毛入学率将要达到 15%左
右，“十五”规划将这一目标提前到了 2005年。但实际
上，“跑步前进”的高校扩招，使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在 2002年就达到了 15%，也使中国进入国际公认的大
众教育阶段。截至 200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人
数接近 30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4． 2%。而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制定的新目标是:到 2020年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0%，这预示未来在校大学生的人数仍需逐步增长。
最近几年，在各方面批评的压力下，高等教育招生

人数开始趋于稳定。如 2010 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为
662万人，只比2009年净增22万，远低于前几年的净增
人数。尽管如此，每年都扩招的高等教育，能带来教育
资源共享的均等化吗? 也就是说，是否各个阶层家庭

的子女都有差不多同等的机会进入高校学习呢? 要回

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均等教育权的含义。1998年 8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首次高等教育大

会上通过的《21 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和《高
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提出的高等教育
公平原则是指“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平等争取接
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根据唐海龙的研究，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地区分布

明显失衡: 2009年全国 1983所普通高校，其中，北京 81
所，辽宁 87所，江苏 122所，上海 61所，山东 114所，广
东 108所。西部地区的广西 59所，贵州 39所，云南 54
所，甘肃34所，西藏6所，青海8所，宁夏13所，新疆32
所。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下，为争取财政支持，各个
高校不得不扩大其在所在地的招生规模，使高校在所

在地的招生比例远远大于在其他省份的招生比例。另
外，分省统一招生的制度安排，还使不同省份的录取比

例存在重大差异。比如，清华大学 2010年文史类专业
招生计划分配比例是:北京 18人，河南 3人，天津 5人，
河北2人，吉林3人，海南1人。可见，录取比存在的差
异会影响到教育机会的公平性

［23］。
除地区差距的影响外，学生家长的社会地位———

家长的社会阶层地位，也影响到了高中毕业生进入大

学的升学机遇。钟云华与沈红的研究表明，优质高等
教育机会的分配仍然向优势社会阶层倾斜:越是优势

社会阶层的子女，越容易进入高层次高校学习……社
会分层扩大了高等教育起点的不公平”。为什么会发
生这种后果呢? 钟云华与沈红说，基础教育发展的不

均衡以及重点院校招生中的选择机制等影响了不同社

会阶层家庭生源的入学比例
［24］。应该说，在应试教育

的影响之下，自幼儿园开始的竞争机制使富有阶层的

家庭不断将自己的子女配置进各级重点学校或名校，

使教育资源较好地保障了其子女的学习成绩。因此，
在进入重点大学的学生中，社会底层阶层家庭的生源

占据了较低的比例。
李春玲利用 2001 年社会调查结果分析了家庭背

景对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后认为，女性的受教育

机会更易于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出身较差的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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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生长于农村或来自农民家庭女性的受教育机会

明显少于其他人
［25］。李春玲在另外一篇论文的注释中

引述说:“一项针对高中生家庭背景的调查显示，某重
点中学政府工作人员、企业人员和专业人员等优势阶
层的子女，由 1978 年的 44． 7% 增加到 2008 年的
77． 6%，增加了 33个百分点;而工人、农民子弟的比例，
则从 1978年的 42． 4%锐减到 2008年的 5． 9%，降低了
36． 5%个百分点”［26］。杨东平通过对 10 个城市 40 所
高中的近 4000名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城镇户口中高
阶层家庭的学生更多地集中在重点中学，而农业户口

和低阶层家庭的学生大多集中在普通中学
［27］。从这里

也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实际上也异源于高中

阶段学生生源来源的不平等上。
教育扩招后仍然存在的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传

导到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上，就非常显著地体现着各级

各类大学就业率的差异。如 985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
高于 211大学的就业率，211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又高
于普通大学的就业率。也就是说，较高社会阶层家庭
的子女，不但较大比例地占据了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

高校学习，而且还通过就业又进一步占据了具有较高

社会地位的就业岗位。
为了刺激大学生就业率的上升，国家出台了许多

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到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作的相关文
件，也出台了鼓励其自主创业的支持政策。但从最近
几年大学生择业与创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并不乐观。各
种调查显示，大学生理想就业地区是东部地区的大城

市，而非西北地区的农村。实际上，大学生村官只能解
决少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而一度产生的参军热，并不

能改变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对于大学生须具备基层就
业经历才能考取公务员的规定，反而强化了大学生对

公务员铁饭碗的向往，使某些在职业规划中想做公务

员的大学生，把“奔赴基层”视为短期性就业策略，也将
“到落后地区去”视为人生履历的“中转站”或“进入政
界的跳板”。另外，因为党员身份有利于到国有单位就
业，故大学生党员的数量也开始迅速增长。
尽管如此，市场调查机构得到的大学生就业率仍

趋下降: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独家撰写的《2010年中国大
学生就业报告》，全国本科毕业生半年就业率最高的专
业是工学类，2007年是 94． 3%，2008年是 90． 4%，2009
年是 90． 2% ;半年就业率最低的专业是法学类，2007年
是 87． 7%，2008 年是 79． 5%，2009 年是 82． 3%。不仅
就业率有所降低，而且半年内的离职率也比较高:毕业

于 211院校本科的离职率是 22%，非 211 类本科院校
的离职率是 33%，高职高专的离职率是 45%［28］。
大学生就业难，女大学生就业“更难”。2010 年 8

月全国妇联发布的“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状况调查”显
示，91． 9%的女大学生感受到用人单位的性别偏见。从
平均值来看，每个女大学生投出 44 份简历，才有可能
得到一个意向协议，投出 9 份简历才可能得到一次面
试机会。李长安援引就业歧视理论解释了女大学生就
业难的主要原因，认为几千年来形成的“男尊女卑”社
会偏见以及女性自身的就业误区等，影响了女大学生

的择业成功率
［29］。女大学生的就业难与“学得好不如

嫁得好”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如果就业状况长
期得不到改观，只在“道学”意义上指责所谓女大学生
的道德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在大学生就业难研究中的另外一个发现是:大学

生社会资本拥有量的大小，决定了其求职的难易程度

及其找到的工作的质量
［30］。但需注意的是，如果社会

资本的扩张取决于大学生自己的能力，则此种意义的

“社会资本”无可厚非。而如果社会资本的大小取决于
家长的社会地位与“人情关系”，则上层阶层会借助于
自己掌握的各种合法或非法的资源，将自己的子女以

就业通道安排进“优势社会阶层”，并通过随后的培养，
占据更高的社会地位———长此以往，这种不公平会固
化社会的封闭性，挤压较低社会阶层成员进入社会上

层的通道，形成非常严重的家庭阶级继承问题，继续强

化精英生产和再生产的单一性和代际复制性特征———
这也恰恰是现代社会价值观所必须拒斥的特征

［18］。由
是，望能够引起全社会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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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Hot Issues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in Recent Years
ZHANG Yi

(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ums up the basic conclusion from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inks that China’s
population should be into the period of adjustment． In addition，because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it is
difficult for peasant workers and university graduates to find proper jobs． The number of peasant workers
is gradually reducing every year and at the time employment difficulty from university graduates have led
to structural competition pressure． The data of labor and capital from peasant workers are sorted out and
justice of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discussed．
Key Words: population changes; lack of peasant workers; employment difficulty from university gradu-
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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